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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厘定的翻译思想源于我国古代文章学，并将文章学思想运用到翻译中，是我国传统译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 《御制翻译四书》的序言中，乾隆皇帝提到了四书重译的三个厘定，对于三厘定的

内涵和来源，学界还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以乾隆年间清朝的文化政策为背景，通过比对文义、

意旨和语气在谕旨中的使用，认为其内涵在于翻译中言内之意的异同、言外之意的深浅和语言风

格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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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是指 《论语》《孟子》《大学》和 《中庸》四部儒家经典，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将其翻译

成本民族语言，方便本族人理解和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就开始将汉文典

籍翻译成满文，“顺、康、雍、乾四朝官方刊印的汉籍满文译本，计有五十三种”［１］。四书作为

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文典籍满译和蒙译的重点。最早的满文四书译本是康熙十六年

的内府刻本 《日讲四书解义》［２］６６乾隆年间重译四书，重译本对原稿进行了多处修改［３］，乾隆皇

帝提出了三个 “厘定”（本文简称为 “三厘定”），要求重译要从三个视角重加厘定，最终使译文

达到信达雅的高度［４］。目前的研究限于四书满文译本的考证和重译本的翻译特点分析，对于三

厘定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本文首先在清朝的文化背景下，解读其含义，然后追溯其文章学的源

流，最后讨论三厘定在传统译论史上的地位。

一、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化政策

清政府是满族政权，蒙古族是其天然同盟，满族宗室亲贵和各级官员多为满蒙旗人，这就

需要用满蒙文撰写朝廷文书，而汉人官员不通满蒙语言，因此清朝的公文经常有满蒙汉三种文

字。汉文的公文要译成满蒙文，满蒙文的公文也要译成汉文。除了政府公文，汉文典籍也是官

方翻译的主要内容，帮助初入中原的满蒙旗人了解并学习汉族先进文化。

乾隆年间发生了 “阿岱不晓德通之清文”事件，乾隆皇帝发谕旨给贡院、各省学政、翻书

房和理藩院，论述了乾隆朝 “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缘翻译人员，未能谙习蒙古语，就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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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又如从前德通所翻清文，阿岱阅之，往往不能尽晓。夫阿岱

素精国语，无不备知。其所以不晓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语，乃由德通拘泥汉字文义，

牵缀为文，于国语神理，全未体会，是歧清语与清文而二之，无怪其相背也。……曩者魏晋六

朝，习尚浮靡，斯文极敝。韩愈出而起衰八代，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人见之转以为怪。……昔

韩愈尚思回狂澜于既倒，矧有移风易俗之责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为宗。……庶几共

知谨凛，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华之至意。其翻译清文蒙古文，亦当实力讲求，勿仍

陋习。”［５］卷１０８８

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特别是文化上，他本人掌握多种民族语言，对翻译多

有议论。在这篇谕旨中，乾隆皇帝表达了他的文章学思想，推出他最推崇的韩愈，赞赏其扫除

了六朝骈俪华糜的文风，大力提倡文以明道，清朝 “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正是韩愈文章学思

想的体现。在乾隆皇帝看来，翻译与写文章一脉相承，要彻底明了原文和译文的意思，而不是

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而敷衍成篇。从顺治朝开始，清朝一直遵循尊孔尚儒的政策，反映

在文风上，就是要强调 “雅”。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都推崇雅正的文风，乾隆朝更是继

承了康雍时期的思想，主张清真雅正，崇雅黜华。［６］什么是 “雅”呢？ 《康熙字典》 “雅”字条

有：《玉篇》：“正也。”《尔雅疏》：“雅，正也。”《论语》：“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

正言也。’”《玉篇》：“素也”。［７］ 《说文》雅之训亦云素也，正也。［８］从这些解释来看，“雅”有两

个基本的意思，就是 “正”和 “素”。对于乾隆朝的清政府，“正”是指儒家传统的程朱理学，

“素”是以韩愈为代表的清真朴实的文学传统。对翻译而言，译文要以韩愈的文风为榜样，文以

明道，语言朴素纯正，脱离浮靡的陋习。

二、三厘定的内涵解读

三厘定出自乾隆皇帝所作的 《御制翻译四书》序言。四书在康熙朝翻译之后，乾隆朝重译

为 《御制翻译四书》。乾隆二十年重译完成后，乾隆皇帝在序言中对重译的过程略加叙述，其中

有 “国朝肇立文书，六经史籍，次第翻译，四子之书首先刊布传习。朕于御极之初，命大学士

鄂尔泰重加厘定，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浅深，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然

抑扬虚实之间，其别甚微，苟不能按节揣称，求合于毫芒，而尽祛其疑似，于人心终有未谦然

者，几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意旨语气之未能吻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

考寻绎，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９］１３１乾隆皇帝命令鄂尔泰以 “单词只字”为

翻译单位，在文义、意旨和语气三个方面对旧译重加厘定，即译文的文义与原文是异还是同，

意旨的深浅是否得当，语气的轻重是否与原文一致。然而乾隆皇帝重新检查之后，发现三个方

面仍有无法 “吻合”之处，他要求译者竭尽全力，不留遗憾。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１）译文

要在文义、意旨和语气三个方面进行厘定；（２）厘定的标准是原文和译文的吻合度；（３）无法

吻合之处，只求尽可能仔细周到，不留有遗憾。这三层意思的中心是文义、意旨和语气的三厘

定，对于这三个词，序言的语句简短，没有过多的解释。既然这三个词由乾隆皇帝提出，他在

别处对这三个词的使用当能旁释其含义。《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简称乾隆朝 《清实录》）

记载了乾隆皇帝大量的谕旨，这三个词在这些谕旨中常有出现，我们借此来探讨三厘定在当时

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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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义之异同

乾隆皇帝对于文义的要求是 “文义之异同”，“文义”也时常出现在其他谕旨之中，具有两

种含义：一、文章的意义，如，“前因磨勘顺天等省乡试卷，见其中词句纰缪，不一而足，甚至

不成文义。”［５］卷６０２ “谕，昨覆试己酉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竟至文义荒谬，诗句不通。”［５］卷１３４７

在这两个例子中，在提到 “文义”的同时，又提到 “词句”和 “诗句”，此处的 “文义”仅指意

义。二、“文”指文辞，“义”指意义，如，“嗣后乡会典试诸臣，务择清真雅正、文义兼优之

作。”［５］卷６２１ “谕，昨覆试新进士，文义均属清顺。”［５］卷１３２６这两句提到 “文义兼优”和 “文义均属

清顺”，这里有 “兼优”“均属”，文义应当是指文章的文辞和意义，行文语言要清顺，意义要

清雅。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知道 “文义”既可以单指意义，也可以是言辞和意义两个方面。在翻

译中，无法做到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形式上相同，只能在意义上尽可能对等。在 “文义之异同”

中，文和义放在一句话中，没有 “均”“兼”等类似的词来表示两件事，而且对 “文义”的要求

只有 “异同”这一个词，可见 “文义之异同”中的文义是指原文和译文的意义，也就是翻译时

要看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的表层意义是否一致。

（二）意旨之深浅

“意旨之深浅”中的意旨是指意图或者寓意，如 “佐朕办理天下事务，永底平康之治。若因

此谕，又复错会意旨，以严刻苛细相尚，则识见更为庸劣，其咎不可逭矣。”［５］卷１４ “恐督抚等，

揣摩意旨，又谓朕有意从严，不敢各抒所见。”［５］卷１１１６在这两个例句中，“意旨”都是指皇帝发布

命令时没有明说的深层寓意。四书的写作时间距离清朝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记载的事件和

言语有当时的背景和寓意，后人往往无法从字面的意义一目了然。因此，不能只看原文表面的

意义，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原和解读其言外之意，乾隆皇帝意识到原文和译文的 “意旨”

要做到 “深浅”上的吻合。

以 “蛮夷”的翻译为例，康熙年间进讲四书时，皆按汉字读音译成满文，乾隆年间改译四

书时，避讳使用 “夷狄”字样的音译，而代以 “藩部”或 “外藩”等字样的意译。［４］虽然文义不

完全相同，但是从中华一统的角度看，避讳了夷狄所可能包含的言外寓意。这样的译文在文义

上是异的，但在意旨上是深的，虽然并非完全吻合的对等译文，但是符合乾隆皇帝的要求。对

于原文言外之意的关注大概与乾隆皇帝的身份有关，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他既要关注四书的

文义是否得到忠实再现，也要关注原文的言外之意是否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三）语气之轻重

“文义”和 “意旨”的吻合是指译文的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要与原文一致，而 “语气”在乾

隆皇帝的谕旨中出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即满蒙官员人名的音译和普通词句的翻译。乾隆皇帝

对满蒙官员汉译人名的语气多次提出要求，比如，“谕：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

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名亦蒙古话，只应按满洲语气写汉字，乃希

图成话，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着将甘珠露汉字之名改写，并交吏兵二

部，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只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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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话，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５］卷４７５ “又谕：今日健锐营带领引见人员内，所奏本身

名字，清语生疏，音韵错谬，成何事体。清语乃我朝根本，自应以满洲正韵为主。……若有音

近汉人语气者，竟不训饬乎？”［５］卷１０９６ “谕曰：新授锦州副都统博厚之名，系汉文语气，着改名积

拉敏。”［５］卷１３６８

乾隆皇帝以蒙古人名 “甘珠尔”穿凿译为 “甘珠露”为例，告知满蒙官员，无论是蒙古人

还是满人，都要依据满洲正韵用满洲语气音译自己的名字，发音不相符的汉字概不能选，“甘珠

露”在汉文中可以理解为甘甜的露珠，意象美好，却是汉文语气，而 “甘珠尔”则是满蒙语气，

依照汉文语气不利于满蒙语言的发展，类似的情况还有 “博厚”改为 “积拉敏”。同时，对语气

的要求也体现了 “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也就是译文要朴实准确，去除浮华和修饰。满人要

顺应汉人居多的局面，将满文姓名译为汉文，方便交流，但也要保留满人的根本，哪怕是音译

为汉文的满文，也要保留满文的味道，从而提醒满人不忘根本。

除了人名的音译，其他词汇的翻译也要符合满文语气。乾隆皇帝以 “风俗”的翻译为例，

对应于满文有两个词 “安科礼”和 “格抡尼塔亲”，前者是指久行不易的，后者是随时成习的，

《清文鉴》写为 “安科礼”，所以满洲教习的试卷中也都译为 “安科礼”，乾隆皇帝认为应该译为

“格抡尼塔亲”。由此乾隆皇帝再次提到 “阿岱不晓德通之清文”事件，“从前德通所翻清语内，

阿岱所不晓者甚多。阿岱善于清语，何至不晓？究系德通固执汉文，拘泥成语，不能会意，以

致翻成汉文语气，阿岱始不能明晰。曾经降旨，以翻清必顺满文会意，方可令人易晓。若舍满

文语气，因循汉文翻译，则竟至失却满文本义。着将此再通行各处，嗣后一切翻清，必遵朕屡

次训旨，遵照满文本义翻译，断不可拘泥汉文。”［５］卷１２９２素精满文的阿岱看不懂德通的满文译文，

不是因为阿岱的满文水平不够，而是因为德通拘泥于汉文原文的形式和意义，没有体会到满文

的 “神理”，写出的译文都是汉文语气，这是乾隆皇帝所批评的。

对于语气，清人魏象乾在 《繙清说》中曾提出 “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岂无故而然欤？

盖增者，以汉文之本有含蓄也，非增之，其意不达；减者，以汉文之本有重复也，非减之，其

辞不练。若夫颠倒与取意也，非颠倒则扞格不通，非取意则语气不解。此以清文之体，有不得

不然者，然后从而变之，岂恃此以见长哉？”［１０］６６此文所说 “语气”是指字对字翻译所带来的译文

语言的连贯问题，也就是将原文的意义翻译出来才能令译文通畅可读。《繙清说》出现在乾隆五

年，我们无法判断首先提出语气者是谁，但是可以看出，对于语气的关注已经上至统治者，下

至清政府的普通译员。区别在于，作为普通译员的魏象乾没有提到翻译中的语气对满语和满文

化的影响。

总的来说，三厘定是指翻译中言内之意的异同、言外之意的深浅和语言风格的轻重，其含

义在于，在保证原文和译文意义吻合的基础上，保持译文语言的风格。具体来看，文义之异同

涉及原文和译文表层的言内之意，意旨之深浅关注原文和译文深层的言外之意，语气关注的是

译文所代表的民族语言色彩，三者的结合以意义为中心，最终的要求是三者的吻合，没有修饰

语句的要求，求真求实，这也体现了清政府朴素雅正的文化政策。

三、三厘定的思想溯源

罗新璋认为，作为古代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传统译论植根于传统文论。［１１］文论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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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学作品，而文章学关注各种体裁文章的写作，文学作品是其中一种。广义的文章指的是一

切的文字形式，狭义的文章则指的是那些非文艺性或文艺性不强的常用文体［１２］。翻译既有文学

作品，但更多的是非文学作品。三厘定的主要概念文义、意旨和语气来源于文章学，将文章学

思想运用到翻译中，对译论有了新的发展。

（一）以意为主

传统文章学有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主”“以理为主”“以神志为主”等说法。［１３］三厘定的

前两条分别讲述文义和意旨，都是围绕意义，三条都没有涉及文辞如何修饰。“古人写文章，在

秦以前，基本上是遵循着 ‘达意而已’的原则。文章一般写得都很质朴、简练，不崇尚词藻的

雕饰，保持着一种古朴的优良文风”［１２］４９，汉赋出现后，文风渐渐趋向浮华，此后王充、范晔、

杜牧、韩愈、王若虚等人都强调文以立意为主，注重文以载道，反对浮华。清朝建立之后，清

朝统治者要求写文章要清真雅正，极力避免汉文浮华的表现方式。三厘定中，意义占了前两条，

体现了在翻译中 “文以意为主”，文辞要服务于意义，这与清朝所倡导的崇雅黜华的文章学思想

分不开。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从而让不懂这种语言的读者能够读懂原文的意

思，因此意义是否吻合是最重要的。

（二）意分内外

乾隆皇帝将意义分为 “文义”和 “意旨”，分别用 “异同”和 “深浅”来描述，“文义之异

同”要求译者关注原文和译文意义的异同，四书成书时代久远，清朝乾隆年间的人们理解起来

必然有差异，在翻译的时候要关注这些异同，力求 “吻合”。这种异同的说法也出现在古代文章

学理论中，刘勰在 《文心雕龙·序志》中有 “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中”，在

总论历代文章时，与前人说的或同或异，“不必介意这些说法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只是分析文

章的结构组织，力求恰当。”［１４］４５７四书到了清朝，也已经是年代久远的古书了，乾隆皇帝意识到

古今理解之异同，力求满文译文在意义上与原文吻合。

除了言内之意的异同，言外之意也是乾隆皇帝所关注的。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从先秦时期就

出现了 “言尽意”和 “言不尽意”的言意之辨，还有意在言外、言近旨远、得意忘言等说法。

言意问题也一直是古代文章学争论不休的话题。《文赋》有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１５］５３５，

《文心雕龙·序志》有 “言不尽意，圣人所难”［１４］４５７，《诗品》有云 “文已尽而意有馀，兴

也”［１５］７０３，乾隆皇帝所用的 “文义”和 “意旨”与钟嵘所说的 “文”和 “意”正相对应。清末刘

熙载在 《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

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１６］意义可以分为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

可以将言外之意寄于言内，深层意旨深藏于表层文义。刘熙载在此处还提到了 “寄深于浅”，与

乾隆皇帝所说的 “意旨之深浅”一样，都用深浅来形容深厚的言外之意寄托于浅层文义。翻译

当中不仅要力求辨别言内之意的古今异同，还要认识到言外之意在译文中的深浅，二者都要做

到恰当吻合。

三厘定首先将意义放在翻译的首位，然后区分了文义和意旨，“文义之异同”侧重的是语言

本身的言内之意的转换，而 “意旨之深浅”考虑的就是言辞表面没有明说的深层意义，甚至是

语言与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是言外之意的转换。对意义的考虑既符合翻译本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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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符合清朝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同时，典籍是古代著作，当时

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不是现代人能够一目了然的，需要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史实中，更好地理解

每句话的深层寓意，才能更好地翻译古代典籍。

（三）气随译文

除了意义，三厘定还对语气提出了要求，即满蒙译文要保留满蒙语气。这里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翻译要注重语气，其二是要保留译文的语气。

“气”是古代文章学的重要议题，它通常是指个人的语言风格，之后较多使用的是 “风格”

“体”等概念［１２］１６２。《典论·论文》将文章中的 “气”比作音乐的节奏，“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

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

妙”［１５］４５４，《文心雕龙·体性》区分了先天和后天的语言风格 “才有庸俊，气有刚柔”［１４］２５６。钟嵘

的 《诗品》提出 “骨气”的说法。刘大櫆认为 “气”产生于音节字句的相互配合。由此看来，

文章学所说的 “气”是指某个人的语言风格，然而乾隆皇帝所说的 “语气”不同于个人风格的

“气”，而是指汉满蒙三种语言的风格，与文章学所说的 “气”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他将

传统文章学中的 “气”用于不同的语言，称为 “语气”，翻译是不同语言的转换，语气必然需要

考虑。语气的提出富含民族色彩，在汉族文化圈中，满蒙统治者要保持统治地位，而不失去本

身的特色，语言是保持清语骑射国策的重要手段。同时，乾隆皇帝将满族特色落实到原文和译

文的语气上，操作性更强。

杜牧 《答庄充书》有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１７］三厘定的三个方

面正是承续了这种文章学思想，“文义”和 “意旨”是翻译中首先要考虑的，语气要按照满文译

文的语气，行文要符合满文朴实无华的风格。

四、三厘定在我国传统译论史上的价值

我国传统译论主要集中在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翻译时期，三厘定出

现于清朝前中期，既不属于佛经翻译，也不属于西学翻译，而是汉文典籍的民族语翻译思想。

与佛经译论的文质之争和西学翻译的信达雅一样，三厘定也是源于古代文章学传统，“不论是南

北朝的 ‘文质之争’也好，严复提出 ‘信达雅’也好，其背景都是文章学”［１８］。“一种事物的特

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１９］现将三厘定与文质之争和信达雅相比较，从而看出三厘定

在译论史上的价值。

（一）三厘定与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佛教刚刚传入中原，僧人的佛经知

识非常有限，无法融会贯通，译者主要是外来僧人，多凭口诵，为了准确传达经文的意思，严

格以原文的文质为准，如东汉支谦在 《法句经序》中提出 “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２０］２７３第二阶段，到了东晋时期，译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处处以

原文风格为准，出现了变质为文的译经倾向。道安批评了这种倾向，在五失本中提出 “二者胡

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２０］２９０当时社会流行的是 “文”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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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所以译文要 “非文不合”。第三阶段，随着对佛教了解的加深，开始对译文的文质有了自

己的看法。慧远发现译文过于文丽和过于质朴都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所以理想的译文应该是

“质文有体，义无所越”［２０］３９１，也就是文质适当，能够表达意义。

佛教经典的翻译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进而信仰佛教，文质论建立在经文意义表达清

楚的基础上。三厘定与文质说都将意义放在第一位，“文义之异同”和 “意旨之浅深”都是在讲

意义的重要性。二者的不同在于译文的语言风格，佛经译文是文还是质，要着眼于读者，达到

传播经义的目的。“语气之轻重”更多的是政治考量，要让满蒙旗人在了解汉文化的同时保持满

蒙旗人满语的传统，以及满蒙语言质朴的特点，而不被浮华的汉语所淹没。作为统治者，乾隆

皇帝追求的更多的是政治意义，而不在于哪种风格更有利于译文的流传。

（二）三厘定与信达雅

信达雅是严复在 《天演论》的序言中提出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

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

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１１］１３６ “信”是

将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达”是将原文的意思融会贯通后，自然而然地译出，达到让读者理解

的目的；“雅”倡导使用汉代以前的字法和句法。

四书重译完成于１７７５年 （乾隆二十年），《天演论》的发表是在１８９７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

的严复 （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年）出生在乾隆皇帝去世五十多年后，乾隆皇帝的思想是否对他有过影响，

我们无从判断。三厘定和信达雅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从三个方面对翻译有所论述，也都以

意义为中心，特别是前两条对意义的强调有类似之处，文义和意旨围绕的是意义，信和达的中

心也是意义。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信达雅是目标，而三厘定是出发点。信指的是内容，达是指

要旨，雅侧重语言风格，这三方面有信达雅三个标准，而且这三个标准要求很高，古往今来能

达到信达雅高度的译作并不多见。而三厘定所说的文义、意旨和语气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吻合，

乾隆皇帝没有说明 “吻合”的具体程度，只是要求 “参考寻绎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

憾而后已”，这就让译者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更加易于操作。三厘定的三个视角清晰明确，乾

隆皇帝作为统治者，需要指令明确，利于执行。

纵观我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从佛经翻译之后到晚清民国西学翻译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国传

统译论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科技翻译留下了大量翻译作品，但是译

论 “主要侧重于论述翻译的功利目的”［１０］７０。三厘定出现在清朝前中期，比略早出现的经验总结

式的 《繙清说》格局更大，它承续了古代文章学的传统，但是它又不同于几百年前的佛经译论，

也不同于晚清西学东渐中的各种翻译思想，在我国传统译论史上独树一帜。

五、结语

清代学术讲究辞章、义理和考据，辞章就是研究如何写文章，不仅关注文论所关注的文学

作品，也关注其他体裁的文章，是我国传统译论的来源之一。无论是文质之争和信达雅，还是

三厘定，都是我国传统译论的珍宝。在译者中，除了严复，翻译过大量国外小说的译者林纾本

身就是文章学家，可见无论译论还是译家，都与文章学密不可分。古代翻译思想还有许多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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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发掘，需要我们深入我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沃土，将其原汁原味地整理和解读出来。在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国原创的翻译思想也应该大放异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２０＆ＺＤ３１２）和国家民委民

族研究项目 “清朝民族语翻译政策研究”（２０２１－ＧＭＢ－０１２）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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